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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王 震 中

摘 要: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

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

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

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

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

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

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

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

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

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

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

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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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学派。在古史辨中,一百年前顾

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四个打破”最具理论特色。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反思

古史辨派,我认为它有贡献亦有局限。当我们反思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时候,重建中国上古史

的理念也会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一、顾颉刚“层累说”和“四个打破”的提出及其影响

以顾颉刚先生为旗手的古史辨派,得名于顾颉刚等编辑的1 7册《古史辨》。辛亥革命以后,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特别是兰克的“实证史学”开始传入中国,古史辨派就

是在这一环境中形成的。由于古史辨派摧毁了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古史

系统,古史辨派的兴起也被称为是一场史学革命。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简称“层累说”)的观点是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读书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的名称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所以取名《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因为之

前顾颉刚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先生通过书信来往而讨论经书辨伪问题,

1923年,胡适请顾颉刚给他主办的《读书杂志》写稿,顾颉刚因给钱玄同的信寄出两月而未得回音,
就把他寄给钱玄同的信中论古史的一段抄出,并加上按语,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也想借此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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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逼钱玄同给他回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说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

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

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

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

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

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①。
顾颉刚说他在整理《诗经》《尚书》《论语》里的古史传说时,“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着看,

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 《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

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

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
‘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

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

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稷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

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
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

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

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

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②。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还写道:

  至于禹从何来? ……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

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

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③

此文刊出后,先是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长篇回信,认为顾颉刚关于古史的意见

“精当绝伦”,并谈到许多六经的真相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他不同意顾颉刚所说的对禹的推测,
因为《说文》中从“禸”的字,甲骨文、金文中均不从“禸”,如“禽”“兽”“萬”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

为“兽足蹂地也”之“禸”字,大概是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接着,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在《读书杂志》
第十一期上发表《读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针对顾颉刚提出的“东周初年只有禹

是从《诗经》上推知的”观点,他也以《诗经》为文献依据,大量引用《诗经》中的《长发》《閟宫》诸篇驳斥

顾颉刚对禹的解释,认为在《诗经》里禹丝毫不带神秘意味,对于顾颉刚关于禹从何而来的推测,刘掞

藜认为是想入非非任意编造附会。其对顾颉刚关于《尧典》在《论语》之后等观点,也进行了辩驳。
《读书杂志》第十一期上还发表了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的文章。胡文也对顾颉刚进

行了质疑。
针对刘、胡二人的批评,顾颉刚又写了长篇文章《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第

十二至十六期上。在该文中,顾颉刚论述了禹的天神性、禹与夏的关系、禹的来源、尧舜禹的关系,以

05 文史哲·2023年第5期

①

②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 60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2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63页。



及后稷非舜臣、文王非纣臣等问题,还提出了“四个打破”的问题。
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认为“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他们原

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
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
《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认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

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

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

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

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

“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

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

黄蛇,就作祠祭白帝”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这种史“决不是信史”。“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
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这就“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所以我们对于

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

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

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①。
这“四个打破”可以说是“层累说”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这“四个打破”才能更明确地说明中国古史

之层累地造成说。
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轰动学术界,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1926

年,顾颉刚以《古史辨》为书名,把学术界自1923年以来有关古史和辨伪讨论的论文编辑在一起出

版。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开始,至1941年止,十五年间先后出版了七册,发表论文三百五

十余篇,对古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古史辨派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学术思潮。胡适在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

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②郭沫

若在1929年评价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③。
王汎森评价说:古史辨运动“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最大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解

榫处解散开来,使得各各上古史事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也使得传统史学的视野、方法及目标

有了改变,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全新的关系。故即使不完全相信他们所留下的结论,但至少在传统古

史系谱中,已经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安稳地被视为当然,而都有遭遇到怀疑或改写的可能”。“综括

地说,这个运动使得史学家们能有用自由的眼光去看待上古史的机会”④。
西方史学界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潮也是广泛称赞,如美国史学家施奈德说:“顾的反传

统主义乃革命的一部分,他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同样地也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贡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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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累说”和“四个打破说”贡献与局限相交织

今日我们重新思考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既感到它对摧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

五帝到于今”的旧古史体系有积极的一面,又感到事情并非顾先生考虑的那么单纯。
顾先生对“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之辨,其方法论是从古书辨古史,即从古书成书年代的先后来推

论古史形成的过程,因此他得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是“层累说”的关键,他由此不相信“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有其自洽的一面。但是,三皇五帝系统究

竟是怎么来的,其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顾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然而却很有深究的必要。
(一)“三皇”形成过程的反思与“三皇”所代表的时代

“三皇”有不同的组合,这些不同组合确实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出现在秦以后。但是,被组合在三

皇中的一个个具体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及其事迹却出现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组合的三皇

与被组合到三皇里的一个个上古诸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出现在秦汉以来,而后者出现在战国

诸子的论述之中,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加以区分。
作为泛称的“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以及《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书。《周礼·春

官宗伯》云:“外史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①《庄子·外篇》中的《天运篇》
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②《吕氏春秋》的《禁塞篇》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

谋,以信其事。”③《吕氏春秋》的《贵公篇》《用众篇》《孝行篇》中也都提到“三皇五帝”,但都如《禁塞篇》
所言,只作泛称。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上引《周礼》《庄子》《吕氏春秋》并未指实,而秦汉以来文献中关

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却有多种组合模式,情况甚为复杂。
关于三皇,根据我的统计,秦汉以来的三皇至少有七种组合模式:(1)天地人三皇说(《尚书大

传》);(2)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春秋元命苞》);(3)燧皇、伏羲、女娲为三皇(《春秋命历序》);(4)
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白虎通·德论》,另《礼含文嘉》排列为“宓戏、燧人、神农”);(5)伏羲、神农、
共工为三皇(《通鉴外记》);(6)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礼稽命征》、孔安国《尚
书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7)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白虎通·德论》)④。

以上七种说法中,第一种“天地人”三皇说,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曰:“古有天皇,有地

皇,有泰皇,泰皇最贵。”⑤这里的泰与大同音,大字像人形,故有学者提出泰为大之音借,大为人形之

讹⑥。与“天地人三皇说”相关的是“天地人三才说”。《古今注》载“程雅问董仲舒曰:‘自古何谓称三

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⑦。“三才”指“天、地、人”。《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⑧通观中华思想文化史,“天地人”三皇说是一种哲学式的构思,它与由

人组成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不属一类。
七种三皇说的另外六种,究竟以哪三人为三皇,说法各异。对此,诚如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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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德志》中所言:“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
其是与非,未可知也。”①王符这段话所透露的无可奈何与无所适从,是当时人们构筑三皇古史系统时

的实情。
作为学术反思,我认为顾先生“层累说”提出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有贡献的。

但是,三皇各种组合中的一个个“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或可称为“三皇式‘人物’”)却出现在

战国时期,在诸子中时有表述,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此外,对于某些三皇式“人物”,我们

可以把他们作为历史进步的时代性符号或时代性名词来对待②。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二:其一,周秦时人在说到上古诸帝时,有时将他们作并列处理,但也有很多

地方是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推移和递进来讲的。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说: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 宓戏(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
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③

《庄子·缮性篇》: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

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④

《商君书·更法篇》: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⑤

《风俗通义》:

  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五霸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⑥

《淮南子·氾论训》:

  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⑦

桓谭《新论》: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

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

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⑧

可见,在战国时期人们所论的古史系统中,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以至于三王、五伯的这种

排列,表达了一种历史递进关系。这种历史递进关系属于战国时期人们的一种历史观。我们今天在

重建上古史时,对战国诸子有关我国上古历史的这种统括和划分,对这些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阶

段,当然应该是在辨析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而加以利用。
其二,把战国诸子所说的三皇式“人物”事迹与社会经济形态相对照,可以指示出社会历史演变

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不同的三皇组合模式,这里姑且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此三皇代表了历史

发展的三个时代:燧人氏代表我国历史上人工取火的发明和成就,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

人工取火,所以燧人氏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该时代的“指示名词”或“文化符号”;伏羲氏代表了

由高级渔猎经济向农业的过渡,并有了像八卦这样朴素的辩证思维,属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

代过渡;神农氏关于农业的发明代表了距今12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神农氏对于耒耜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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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则代表了距今8000 7000年的耜耕农业,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是农业发明之后的第一个发展阶

段,再加上我国南方的稻作农业与北方的黍粟类旱作农业是两大系统,所以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南方

有南方的神农氏,北方有北方的神农氏,而南北各地的神农氏从12000多年前到7000年前跨越了五

六千年的历程,可见神农氏也是“指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符号”,它是中华大地农业的发明这样一

个伟大历史进步的概括,它表达了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并取得了初步的显著发展。
例如《韩非子·五蠹》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

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

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

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①

《庄子·盗趾》:

  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

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

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②

《易传·系辞下》: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

卷,神而话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③

在上述战国诸子对远古社会的种种推测与描述中,有巢氏不在三皇之列,但在《韩非子》和《庄
子》等书中,显然是把他作为人类初期阶段的代表来对待的。此时人类混迹于禽兽之中,为规避野兽

的伤害,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暮栖木上”④。从这一角度来看,把有巢氏划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只是,作为人类初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在由猿转变为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北京

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居住在洞穴之中的,人类在居于洞穴之前,是否有一个阶段是普遍居

住在树上,现在还不能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实际上也很难印证。而考古学所发现的诸如河姆渡那

样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址,其时代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离旧石器时代早期有百万年以上的历

史。所以,庄子等人在说“有巢氏之民”时,很可能是参照了当时“南越巢居,北朔穴居”的民俗,而把

它安排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在今天尚无法确知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否普遍地居住在树上

的情况下,笔者不主张用“有巢氏”来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特征的概括,以免引起不必要

的误解或误导。
燧人氏的“钻燧取火”,已不是利用天然之火而属于人工取火。我国远古先民利用天然之火的历

史可以从距今18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和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算起,一直持续到距

今70 50万年的北京人等。到了距今5万年至1.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人工取火。其

中,在内蒙古伊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畔河套人居住过的遗址里发现有三处篝火遗迹;河北阳原桑干

河岸边的虎头梁遗址是一处猎人宿营地,其中有三处篝火遗迹;在山顶洞人那里也有用火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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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知道用人工取火了。
燧人氏传说的文化特征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5万年至12000年前这一范围内。在

笔者看来,燧人氏实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这一文化特征的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
伏羲的文化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民以猎”①,“作结绳而为罟,以田以鱼”②,“取牺牲以供庖

厨”③;二是“制以俪皮嫁娶之礼”④;三是“始作八卦”⑤。“教民以猎”可视为高级狩猎,而“以佃以渔”
则属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制嫁娶”可以看作由“原始群婚”开始进入氏族社会的“族外

婚”;“始作八卦”则说明已出现原始、朴素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所以,伏羲氏代表我国从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年代约为距今1.5万年到1万年间。
神农氏,在《易传·系辞下》中是紧接伏羲氏而兴起的。从先秦文献中,既可以看到神农氏发明

了农业,也可以看到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农业的发明可以与距今12000年的农业起源相联系,而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耒耜则属于距今七八千年的史前农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所以神农氏的年代约为

12000 7000年前,跨度有五千年。
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是否为真实的人物,我赞成徐旭生先生的说法。徐旭生在《中国古

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就现在所能得到的材料去研讨,我们可以推断神农与有巢、燧人为同

类,是战国时的思想家从社会进步的阶段而想出来的指示时代的名词。至于伏羲、女娲却同太皞、蚩
尤为一类,是另一集团的传说中的英雄,他们的真实人格也许可以存在,也许并不存在。”⑥

我们说“神农”是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也与我国史前农业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分布

范围甚广,以及神农氏既可代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农业起源又可代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耜耕农业有关。
说到农业的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我国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左右,分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水

稻、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小米和黄米黍粟类农业系统。在南方发现的遗址,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

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万年至9000年左右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

9000 8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在北方也有距今万年左

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等,但在这些遗址中目

前还没有谷物农作物的发现,在距今7000多年的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山
东的北辛文化等遗址中发现有谷物农作物遗存。依据上述考古发现,我国农业的起源不但分作南北两个

系统,而且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不是由一个地方起源的,是多个中心、在不同地区分散起源的⑦。
其次,就农业起源后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而论,在距今8000 7000年的南北各地的农业都有显著

的发展。例如,在北方,距今七千多年的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农业已进入所谓“锄耕”或“初级耜

耕”农业阶段,当时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东北地区,已出现包括翻土工具在内的成套农具,如从砍伐林

木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即石耜)、收割用的石镰或石刀,到加工用的石磨盘、
石磨棒,一应俱全,而且制作精致。特别是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88个窖穴储存着粮食,经计

算88个窖穴的粮食堆积体约为109立方米,折合重量约为13.82万斤⑧,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粮食

产量已相当可观。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不但有发达的骨耜

木铲,用于水稻农业中开挖排灌管道和翻土整地,属于典型的稻作耜耕农业,而且与大批木构建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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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由稻谷、稻秆、稻叶混在一起的堆积物,这些在仓库中储存的稻

谷遗存如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0万公斤以上①,也说明了其农业的发达。
这样看来,既然神农氏代表着农业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而考古发现又表明农业是在不同地

区分散起源的,而且在距今7000多年的第一个显著发展阶段,南北各地的农业都是非常发达的,由
此我们就不能说神农氏只是一个人,而应该说南北各地有各地的神农氏,也就是说,所谓“神农氏”也
实为“指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符号”,它是中华大地农业的发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的概括,
它表达了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并取得了初步的显著发展。所以,神农氏与燧人氏一样,我们不应将其

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个氏族部落,而应理解为时代性标签,可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符号。鉴于我

国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其第一个显著发展时期为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

时代中期,所以我们将三皇中的神农氏所反映的时代拟定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具体年

代约为距今12000 7000年的范围内,应是妥当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距今7000年前中华大地已出

现父系氏族社会,所以,距今12000 7000年的范围也与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特征

相吻合。
(二)五帝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

“层累说”和“四个打破”,也涉及五帝:一是认为五帝等诸帝都是神而不是人,这涉及所谓古史由

神变为人的“人化”问题;一是认为五帝等谱系不是一系而是虚构的。古史神话的“人化”的说法,我
认为是片面的,问题很多,对此我们后面再具体讨论;对《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所列五帝之间血缘

谱系仅止于否定而不进一步深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破而未立”或者说是“破有余而力不足”。
关于五帝,也有不同的组合。一类是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一类是按照血缘

的纵向排列的组合。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
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等,如《淮南子·天文训》说:“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

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

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

而治冬。”②对于这种以五行相配的五帝组合模式,有学者说它是战国秦汉时的“学者为落实五帝说的

编造”,并认为“神学上的五帝说为人间的五帝说提供了理论依据”③。
其实按照四时、五方位横向排列组合的五帝,是把上古的诸帝按五行的五方位作了横向上的分

布组合,因而是先有上古诸帝的存在而后才有与四时五行相配合的五帝。然而,这种五方帝的组合

模式却可透露出组成五帝的上古诸帝原本有可能不属于一个地域族系,他们当来自不同的地域

族团。
按照血缘纵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有三种组合:(1)《易传》《大戴礼记·五帝德》《国语》《史记·

五帝本纪》所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2)孔安国《尚书序》以少皞、颛顼、帝喾、唐
尧、虞舜为五帝。(3)郑玄注《中侯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
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④。关于六人而称为五帝,郑玄的解释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则黄帝、
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⑤这样的

解释实属牵强附会。
诸种不同组合五帝的出现,包括列有六人而称为五帝的情况说明:第一,应当是先有“三皇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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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三”“五”概念的存在,而后出现用不同的古帝去填充它;第二,“五帝”与远古诸帝是一个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五帝”可视为远古诸帝的代表或概括,因而应当把对“五帝”的研究置于远古诸

帝的整体研究之中。
关于按照血缘谱系排列组成的五帝,表述最完整的是《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 颛顼 帝喾

尧 舜”。按照《五帝本纪》中的排列顺序,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余四帝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

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之孙。帝喾的父亲叫蟜极,蟜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与颛顼的父亲昌意都

是黄帝的儿子,所以,帝喾是颛顼的侄辈,黄帝的曾孙。尧又是帝喾的儿子。而舜则是颛顼的六世

孙。这一组合模式表达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现出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二
是按照司马迁所述五帝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祖孙关系。笔者认为《五帝本纪》中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

雄先后的时间顺序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认为黄帝与其他四帝即五帝之间在血统血缘上都是一脉

相承的关系,是有疑问的。
从姓族来看,黄帝族有十二姓,以姬姓为主①;颛顼和帝喾不知何姓,“颛顼 祝融”属于一个集

团,祝融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都不在黄帝十二姓之列;帝舜姚姓,也不在黄帝十二姓

之列,而且孟子还说舜是“东夷之人”②;只有帝尧祁姓,在黄帝十二姓之中。上古的姓与姓族表现的

是血缘关系,由此我认为在司马迁所说的五帝中,只有黄帝与帝尧属于同一族系,而其他三帝与黄帝

在血缘族系上不是一系。为此,我曾将五帝所表现出的先后时代关系称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实”,而
将其一脉相承的血缘谱系称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③。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万计,创造这些新

石器文化的氏族部落部族林立,即使后来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各大族团之间起初也是互不统

属,根本不可能是万古一系。司马迁等人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或族团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

族属描写成一系的做法,因而需要予以纠正。
但是,当我们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五帝之间说成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

起来了。《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中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以黄帝为其远祖的说法,例如《国
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

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④从《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
看,黄帝与颛顼、尧、舜是有祖先关系的;周人禘喾,周人与黄帝都是姬姓,这样帝喾与黄帝也就有了

血缘关系,由此而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不就都有血缘关系了吗? 也有学者把五帝之间的血缘关

系称为“拟血缘关系”。《国语》和《礼记》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那么,战国时期的人为何要把原本不

属于同一姓族诸帝描述为同一血缘系统,并都以黄帝为远祖而进行祭祀呢? 我认为这主要是春秋战

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结果:当时华夏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强烈,已越过了自在民族,早已成为

自觉民族⑤,需要一个民族标识,姬姓的黄帝族与姬姓的周人乃属同一族系⑥,这样,华夏民族共推黄

帝为自己的始祖就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和时代需求。黄帝之外的其他四帝虽说多数不与黄帝族为同

一姓族而无血缘关系,但他们在五帝时代就先后成为华夏集团的组成部分,并从夏代开始融合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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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民族一员,所以从战国到汉代采用“拟血缘关系”把他们组合成为一系是不难理解的。当时实际情

况应该是这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原本代表不同的部族,他们先后来到中原或活动于中原地区,
之后又融合而形成华夏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称雄有先有后,《五帝本纪》中“黄
帝 颛顼 帝喾 尧 舜”的排列,就透露出称雄的先后。《国语》和《礼记》的作者以及司马迁正是鉴

于华夏民族的组成和融合情况,才给出了五帝在血缘上出于同一族系的记述,这主要是因为战国秦

汉时期并没有今日的民族学概念,只得按照传统做法把民族融合表达为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并用祭祀

谱系表现出来。若从华夏民族形成过程来看,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因其先后来到中原

或因其原本就在中原,最后都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

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为此,我认为古史辨派在摧毁“自从盘古开天

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时“破有余而立不足”,而把五帝之关系与华夏民族起源和形成过程

相联系,才会“有破有立”。由此,我们鉴于五帝属于不同姓族而否定他们为一系,而又提出在华夏民

族形成过程中五帝乃极重要源头。这一点较顾先生“层累说”和“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的认识

又前进了一步,也属于重建上古史的一种考虑。
(三)关于“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的反思

顾先生“四个打破”中的“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确有建树,但也需要辩证地对待。如本文第

一节所引,顾先生认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
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

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
“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

定局的地域”。
诚如顾先生所言,战国时期希望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

“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①这

里的“一”就是“统一”。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战乱时期的人们对安宁统一的渴望。战国时的各国特

别是战国七雄属于独立的国家,然而在各国独立的现实社会基础上却产生出统一的思想观念。用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现象,战国时的统一思想若不能以战国社会现实中各国

是独立的为基础的话,那么除了人民厌恶战争之外,战国之前的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结构———三代

社会政治,就成为战国时统一思想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大一统的思想和地理格局是由大一统的

政治决定的,按照我的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一统”有三个层次、三种形式:(一)秦汉至明清中央集权

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的“一统”观
念;(三)五帝时代中原地区族邦联盟机制下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一统”观念。

地理格局是与国家政治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顾先生说的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是以中央集权的郡

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这也是史学界的共识。对于夏商西周三代的地理和王朝结构,百年来的学术

研究,其认识是逐渐清晰的。关于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结构,传统的观点有两种。这里以商朝为例,
第一种观点认为,“商王国是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大国”,“商王对诸侯如同对王室的臣僚一样……
诸侯政权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在实质上,就是后世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一种初期形态”②;或者说

商朝是确立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商朝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中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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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把商代看作一个由许多“平等的”方国组成的联盟①,或者称之为“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
国家结构②。

在上述两种观点之外,我在近年提出:包括商朝在内的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

家结构,只是其发展的程度,商代强于夏代,周代又强于商代③。在夏代,其复合制国家的特征主要是

由夏王乃“天下共主”来体现的;到了商代,除了商王取代夏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外,其复合制国家

结构主要由“内服”和“外服”制构成;到了周代,周王又取代商而为“天下共主”,其复合制国家结构则

通过大规模的分封和分封制而达到了鼎盛,被分封的诸侯邦国属于“外服”系统,周王直接统辖的王

邦则属于“内服”系统。换言之,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就像复合函数的函数套函数那样,处于“外
服”系统的各个诸侯邦国是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处于“内服”系统的王邦即王国,属于王朝内国中之

国的“国上之国”,是王权的依靠和基础,而“内外服”即整个王朝又是一体的④。这样的一体性,构成

了另外一层次的“大一统”即我们一般所说的“一统”或“统一”。
夏商周三代王朝“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其一体性即在一统王权支配下的王朝国家的

一统性,也可由国土观念和结构得以说明。在国土观念方面,用《诗经·小雅·北山》里的话来讲就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天子的大臣詹桓伯也说过

类似的话:西部岐山和山西一带的“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东部齐鲁之地的“蒲姑、商奄,吾东

土也”,南方的“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北部的“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⑥。
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源自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这样的政治,而在夏商周

三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有族邦联盟。当时,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史称“万邦”;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

又结成了族邦联盟。五帝时代史称“万邦”,其政治格局是邦国林立与中原族邦联盟并存。在族邦联

盟机制下,产生出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一统”观念,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说的帝尧能“协和万邦”,
《礼记·礼运》所说尧舜禹时“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

可见,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乃至明清,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
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

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一统王权支配下的一统观念;与秦汉以

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

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⑦。顾先生“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

观念”固然有其建树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应以此为满足,还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即联系夏商周三代的

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和五帝时代族邦联盟的情形来追索战国“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
(四)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

顾先生“四个打破”中的“古史人化”的问题,指的是他认为古史传说人物都是神而不是人,都是由

神而“人化”为人。对古史辨派来说这是他们的最大建树,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古史辨派最主要的局限。
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固然呈现出许多神性,但并不能以此就说明他们是神而不是人。古史传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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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具有的神性,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远古人的思维具有两重性———逻辑思维与原逻

辑思维的统一体①,其中的原逻辑思维的机制是神秘主义的“互渗律”②,在原逻辑的互渗思维机制

下,原始人对自己死去的祖先或活着的酋长、英雄人物赋予神力和神性,是必然的;其二是远古时代

的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本是可以同一的,这样,从人名的角度看他是人,而从图腾名和神名的角

度看呈现出的就是神。
对于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笔者在《炎黄学概论》③一书中已有谈及,这里仅就黄

帝以及顾先生特别举出的大禹为例,来回答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并进而分析所谓“由神到人”
的古史“人化”问题。

关于黄帝,黄帝名号的由来就涉及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黄帝名轩辕,又称为有熊。黄

帝、轩辕、有熊的名号是如何来的? 这里我们先从“黄帝”一名说起。《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土

德之瑞,故号黄帝”④。《论衡·验符篇》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⑤这是按

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土德”来解释黄帝名号的来源。中国古代五行最盛行的时期是战国,从战

国到秦汉,“五德始终说”政治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和王充用土德来解释黄帝名号的由来,是不难理

解的。但黄帝及其所在的时代远在远古,此时还没有五行的说法,所以黄帝因土德之瑞得名不足

为据。
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例如,《庄子·齐物论》:“是皇帝之所听荧也。”⑥《经典释文》:

“皇帝,本又作黄帝。”⑦又《庄子·至乐篇》曰:“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皇帝之道。”⑧《吕氏春秋·贵

公》:“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⑨毕沅校曰:“‘黄帝’刘本(明刘如宠本)作‘皇帝’,黄、皇古通

用。”Ê10《易传·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Ê11《风俗通义·音声篇》作“皇帝”Ê12。可见黄帝

与皇帝通用的例子甚多。而在《尚书·吕刑》中“黄帝”乃皇天上帝:“蚩尤惟始作乱……上帝监

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皇帝清问下

民。”Ê13依据这些文献中黄帝与皇帝通用的例子,当年古史辨派主张黄帝是神而不是人Ê14。但也有许

多先秦文献说黄帝是人,例如《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Ê15

从文献来看,黄帝既是神又是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从远古开始,人名、族名、图腾

名、神名本就可以同一。就神名而言,黄帝之所以与皇天上帝之皇帝相同一,缘于“天”是黄帝族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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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图腾。我们知道黄帝姬姓,而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以“天”为族徽者也是姬姓。青铜器中以

“天”( 或 )为族徽的器物,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中说他曾找到有这样族徽的铜器50余件,其

中《天姬自作壶》“可以证明天族是姬姓”①。所以,“黄帝”即“皇天上帝”亦即“天帝”,它来源于以天为

图腾。
“轩辕”一名也来自图腾名。郭沫若曾依据《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②,指出铜器铭文中

的族徽“ ”(图一
 

A)可释为“天鼋”,就是轩辕黄帝之轩辕③。后来,于省吾认为“ ”应释为“天黾”,

黾是青蛙,鼋是龟鳖,族徽铭文中“天”字下面的“ ”动物的双腿,画得盘曲而较长,并且没有尾巴,而

龟形短足有尾,所以 应释“天黾”④。现在学者们多遵从于先生的释读,释“ ”为“天黾”,如此说来,

似乎青铜器铭文“ ”就与轩辕黄帝之轩辕没有关系了。然而我认为,就字形而论, 应释为“天黾”,

但“天黾”之“黾”与“天鼋”之“鼋”在读音上可通假。“黽”(发音即“渑池”之“渑”)字古音可归入元部

韵,与“鼋”字古音为元部韵相同,叠韵可通假,因而“天黽”与“天鼋”乃一声之转,在发音上二者是通

假字。因为发音上的通假,周人把“天黽”写作“天鼋”,后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写作“轩辕”,都是通假

的缘故。这样, (天黾)族徽即轩辕黄帝之轩辕。 这个族徽可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

蛙形纹样相联系(图二),是黄帝族在仰韶时代的图腾艺术表现。
黄帝又号称有熊氏,有熊一名也来自黄帝族的图腾名。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有熊氏,少

典之子,姬姓也……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⑤又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

新郑是也。”⑥也许有学者认为《帝王世纪》是西晋时期的书,不足为据。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和《大
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
罴、貔、貅、豹、虎⑦。这六支以图腾为名号的军队以熊为首领,“有熊”是这些图腾的概括或代表,可见

图一 天黾与天兽族徽

(A天黾,1 6天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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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图二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

(1.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2.甘肃师赵村遗址出土)

《帝王世纪》说“黄帝有熊氏”①是有依据的。有熊氏也可以在青铜器上找到其族徽铭文。邹衡提出

“天兽”族徽(图一
 

1~6),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
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率领以熊图腾为首的六支军队与炎帝作战的史实,认为这些天兽类

族徽是与黄帝有联系的,②即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兽类族徽是由黄帝族中以兽为图腾转化而来的。
黄帝号称轩辕氏,又称有熊氏;既以天为图腾,也以青蛙(天黾)和熊罴貔虎等(天兽)为图腾。究

其原因,是因为“黄帝”也代表一个族团。如《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

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

姓。”③二十五宗、十二姓显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而属于一个部族。在这个部族中,有的首

领以天为图腾,有的首领以天黾(青蛙)为图腾,有的首领以天兽(有熊等)为图腾。我曾提出氏族图

腾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的,这些图腾还可以进而转化为部族宗神④,黄帝族与周人乃一

个族系,周王称天子(即天的儿子),以天为至上神,也是由此而来的⑤。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远古时代

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
总括上述,关于黄帝名号,从文献看有“黄帝”“轩辕”“有熊”;从族徽的视角看,有“天”“天黾”“天

兽”等。在“天”“天黾”“天兽”之中,“天”是共同的;在“黄帝”“轩辕”“有熊”之中,“黄帝”是共同的。
从这两个方面的共同性出发,我认为,对于黄帝族而言,“天”是总名,“天黾”和“天兽”可以包括在

“天”之下,这和春秋战国以来“黄帝”(既是皇天上帝即天帝,亦是作为人的人文初祖,还是春秋战国

华夏民族的标识)是总名,“轩辕氏”和“有熊氏”是其别名一样。这一认识是把各方面的材料和现象

融会贯通的结果,黄帝名号的由来及其意义由此也就清晰起来了。
在大禹的问题上,顾先生主张大禹是神而不是人,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依据《说文》

“禹,虫也,从禸,象形”⑥,而认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⑦。确实,从“禹”字的构形来看,禹在青

铜器铭文中是蛇形龙的形象。例如《禹方鼎》写作 、 ,《禹鼎》写作 ,《叔向父禹簋》写作 ,《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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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写作 ,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①,这大概与禹霸九州有

关系。禹字写作蛇形龙并非说他是动物龙,而是以龙为图腾的缘故。龙是禹的图腾,禹为夏族之国

君,龙也就会成为夏族的宗神。所以,《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蛇身人面。”②说的就是夏的

王族是以龙为图腾。《国语·郑语》说:“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③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

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出自夏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
关于图腾崇拜及其与祖先崇拜之关系,近年来笔者有新的研究。对于图腾是如何起源发生的,

众说纷纭,这是图腾研究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图腾崇拜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人们在不了解性交与怀

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女性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也是对本族来源的一种解释。在由猿转变为

人、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的旧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繁衍都是由妇女怀孕生育实现的,但是

关于性交与生育的关系,即男性在生育方面的作用,人类最初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由动物进化而

来的人类,其最初只是在本能上有性交方面的生理要求和感情冲动,而并不知道这类行为所带来的

怀孕的结果。甚至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制度尚未出现或处于萌芽的时候,人类也还是不具备

关于性交与怀孕关系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女性怀孕生育被认为与男子无关。这一方面是男女性交这

一受孕行为与怀胎的象征(初次明显的胎动等)距离太远;另一方面,当时尚处于“群婚”,性交关系十

分随便,而且性交未必皆生子,因此认为性交与怀孕生子没有关系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人类的思维

和求知欲又促使他们力图对怀孕生育现象做出自认为合乎道理的解释。在当时那种“原逻辑”的“互
渗思维”机制的作用下(即世界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
互转化的)④,女性很自然地会将母体胎儿明显的胎动与当时所看见、所接触或所吃的东西联系起来,
构成原始人的因果推理,从而认为怀孕和生育是这一动植物进入母体的结果。这也就是商族的祖先

契被认为是简狄吞玄鸟卵因孕而生、周族的祖先后稷被认为是姜嫄踩巨人足迹因孕而生⑤,以及澳大

利亚阿兰达人(Aranda)认为怀孕与性交及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图腾祖先的神灵进入

母体的结果”的缘由⑥。
如果我们承认图腾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的话,那么,最初的图腾就

只能是个人图腾,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说的氏族图腾(氏族集体的图腾),即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

腾。这是因为:第一,女性怀孕和生育都是个体行为,她们对自己怀孕生育的解释也都是具体的,涉
及的也都是一个个的个人,其产生的图腾当然是个人图腾;第二,当时还没有出现氏族,也没有所谓

氏族制度,因而不可能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的出现已属图腾转型。

所谓图腾的转型,其一指的是由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氏族制之前的个人的图腾转变为氏族社会

及其之后的图腾,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氏族制之后,原有的图腾崇拜为了适应氏族制度的需要,所做

的相应的转型演变。这种转型演变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变为氏

族集体图腾;第二种形态是转型为氏族名称、徽号、标识、族徽铭文等,并转变为保护神;第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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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图腾崇拜发生在前,祖先崇拜发生在后,而后来出现的祖先崇拜是可以把先头出现的图腾崇拜包括

在内的。这就使得我们既可以把《诗经》《史记》记载的始祖诞生神话故事用来研究图腾崇拜,又可以用来研究祖先崇拜。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成都: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第27页。



是在祖先崇拜中包含有图腾崇拜,即图腾崇拜发生在前,祖先崇拜发生在其后,但后出的祖先崇拜是

可以包含之前的图腾崇拜的,这就使得祖先“感生神话”既可以作为祖先崇拜的材料来使用,亦可以

作为图腾崇拜的材料来使用。
图腾转型的第一种形态是在原有的个人图腾的基础上出现了与氏族集体相联系的氏族图腾。

我们从澳大利亚阿兰达人中大量的个人图腾与一小部分氏族集体图腾相并存现象,以及在我国远古

社会作为想象中的全氏族部落共同的女祖先与图腾交感受孕的神话也即应运而生的现象,可以推知

许多氏族图腾应该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的。因为在氏族内那些个人图腾每每会因其

个人的死去而被人遗忘,只有那些为本氏族做过贡献的英雄的图腾,特别是氏族酋长的图腾才会在

其死后依然被人们所传颂,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并成为该氏族代表性图腾,氏族图腾就是由这样一

些个人图腾转化而来。
图腾转型的第二种形态是图腾演变为氏族名称、徽号、标识、族徽铭文等,并转变为保护神。随

着氏族制度的发展,某一动植物,对早期以此为图腾的某一氏族团体来说,尚具有图腾祖先的含义,
依旧同氏族徽号、标志、氏族团体相联系,但作为其保护神的另一重要作用,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
随着这一氏族部落在本部族集团中地位的上升,渊源于这一氏族部落的图腾保护神,将会升华为本

部族集团的保护神,其他氏族部落将会自觉地引之为崇拜物,从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时代风尚”。不

过,这种崇拜对别的氏族部落来说,不是作为“图腾祖先”对待的,而是取其保护神的意义。久而久

之,这一崇拜物就具有维系本部族集团团结的功能,成为这一部族集团在整体上区别于其他部族或

部落集团的标志物。当氏族组织本身在形式和结构上有进一步的转型或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之中

时,并且文明和铸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易于用青铜器铭文来表现族氏徽号时,图腾名称就转变成

了族徽铭文,即族氏的族徽铭文渊源于氏族图腾名称。
大禹和夏部族的情况就是如此。“禹”字构形为蛇形龙,即因为蛇形龙是禹的图腾,也即禹的名

称来源于他的图腾名,并非禹就是动物;而禹乃夏的君王,禹的图腾转化为夏部族图腾是自然而然的

事,因此,《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蛇身人面”①。夏为姒姓,姒字也是蛇形龙,姒姓族的夏以蛇形

龙为图腾是由禹的图腾转化而来的。《国语·郑语》说姒姓的“褒人之神化为二龙”②,也说明夏人以

龙为其最高图腾,蛇形龙是夏族的宗神。由此我们说“禹”这样的人名与“夏禹”这样的带有族属意味

的名称,以及夏的图腾神乃至宗神之名完全同一,这是我们解决包括夏禹在内的古史人物究竟是神

还是人这样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结论是:夏禹是人,而他之所以称为禹是以其图腾名称呼的,这
一图腾神还上升为夏部族的宗神③。

当然,提出禹为神的观点,并非仅仅依据禹字的构形,还与大禹治水传说夹杂着许多神话成分有

关。例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④《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⑤

《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⑥这些大山河川也都是禹开垦疏浚的。《诗经·商颂·长

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⑦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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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北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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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上看,笔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后期王都,而二里头出土了包括绿松石蛇形龙在内的许多蛇形龙。笔者认为,

在没有本朝文字记载本朝史事的情况下,作为二里头遗址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于蛇形龙的崇拜,与文献记载相联系之后,这
一文化特质所说明的问题,其价值就会大大提升,完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夏代王都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参见王震中:《论二里头乃

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76页。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61页。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493页。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434页。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565页。



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①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

限,故可以塞洪水也。”②这些传说虽然反映了大禹作为族邦联盟的盟主,他所领导的治水范围却并非

限于自己邦国所在地,而是遍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但是传说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话,诸如以“身执耒

锸”这样的工具,而竟能做出“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河”之类非当时人力所能为的治水功绩,当然显

示出其神力和神性。这就属于古史传说中神话与历史相交融、相混杂的问题。
大禹在治水中表现出的那么多神性与远古先民对自己部族酋长、部族英雄和祖先不断加以神化

有关。而之所以被神化,主要是远古先民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后人不同。原始思维是“逻辑思维”
与“原逻辑思维”两重性的交叉混合,这种交叉混合可以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体现在原始人的

活动和作品中。在这样的思维机制中,上古时期的人似乎不借助于神话就不可思想。在“原逻辑”思
维的神秘主义作用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

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族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族中或部族间广泛流

传,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的经历的是由神到人的所谓“人
化”过程,也有的经历的是由人到神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化”过程,有的甚至是“人化”与“神化”交织

在一起,亦即经历了:远古时是活着的部落酋长(是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

者)———死后为部落或部族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

的人。也就是说,从远古开始,在先民们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中所谓“神化”与“人化”就交织在一起,
从远古到春秋战国,英雄的祖先经历了由人到神,人神混合,再由神到人等演化过程。可见所谓“古
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这也就

使得古史传说呈现出的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③,笔者称之为古史传说中有“实”亦有

“虚”,“实”指的是历史或历史的素地,“虚”指的就是神话④。而古史辨派则把这些人物一概作为神和

神的“人化”来对待,这当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局限,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是没有帮助的。
(五)古史人物名号的沿袭性问题

在说到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时,还需要回答为何这些传说人物活的时间那么

长,一个“五帝时代”或“炎黄时代”何以可跨越千年乃至二千年? 这里也涉及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

区分。不能回答这类问题,也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
关于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区分,笔者认为,所谓黄帝时代、颛顼时代、尧舜禹时代或其他什么

时代,是指黄帝族、颛顼族、唐尧族、虞舜族或其他什么族的称雄时期。因为作为古老的氏族部落或

部族,其存续的时间是相当长久的,而它留在先民们的记忆中的年代每每是其称雄阶段,在其称雄之

前或衰落之后,该族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已。在“黄帝 颛顼 帝喾

尧 舜”这一五帝谱系中,黄帝族称雄时间较早,因而黄帝也被视为“人文初祖”,继而是颛顼族、帝喾

族称雄,最后是尧、舜称雄,大禹属于过渡期人物———他的前半段属于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时期,后
半段则向夏朝过渡。

每个传说人物所在的族群都有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其间的每一个传说人物及其神话传说都有

其“时间深度”。所谓神话传说的“时间深度”,指的是在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中,每每把不同时期

的一连串的神话传说挤压在一起,成为一个神话传说。对此,张光直先生做过一个很好的论述:任何

的神话都有极大的“时间深度”,在其付诸记载以前,总是先经历很久时间的口传。每一个神话,都多

56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35页。
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第538页。
杨向奎:《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44页。
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4页。



少保存一些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间单位及每一个文化社会环境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文

化社会环境,一个神话故事不免要变化一次;但文籍中的神话并非一连串的经历过变化的许多神话,
而仍是一个神话;在其形式或内容中,这许多的变迁都挤压在一起,成为完整的一体①。

由于古史传说人物所代表的族群都有相当长久的存续的时间以及神话传说所具有的“时间深

度”,这使得古史人物名号及其族群名号具有了沿袭性,这种沿袭性也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图案纹样等

图腾艺术的演变痕迹上。
有些古史人物在文献中是跨越时代存在的,属于古史人物名号沿袭性的显例。例如善射的后

羿,《淮南子·本经训》说唐尧的时候,十日并出,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
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

洞庭,禽封狶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②。《山海经》的《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也讲到“羿
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杀之”③的故事。这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当时诸部族间的斗争。在这里,羿
与唐尧是同一时代的人物。然而,《竹书纪年》和《左传》襄公四年却有“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

代夏政”④的记载,这是说后羿是夏代太康时的人。后羿跨越了唐尧、虞舜、大禹、夏启、太康五代。
再如皋陶,依据《论语》《墨子》以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皋陶和虞舜、

大禹属于同时代的人。《尚书·尧典》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⑤《尚书·皋陶

谟》中记录有皋陶与禹的对话,《史记·五帝本纪》也是把皋陶和虞舜、大禹放在一起进行叙述。皋陶

是舜和禹时掌管刑罚之官。在《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⑥。《墨子·所

染》篇说:“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

所染当,故王天下。”⑦因而在传统的史学中,皋陶是与尧舜禹同一时代的人物;《史记·夏本纪》明确

说皋陶卒于夏禹之时。然而,在清华简《厚父》篇中,咎繇(皋陶)乃夏启时卿事。因此,清华简《厚父》
篇的整理者说这“颠覆了过去咎繇卒于夏禹时的说法”⑧。其实,皋陶原本也属于一个沿袭性人名,既
有尧舜禹时期的皋陶,也有夏启时的皋陶。

在中国上古史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沿袭性称号,是因为从远古时代起,氏族部落酋长之名与氏

族部落之名可以同名。这也是一种上古族名与人名可以相同的现象。作为一个酋长或邦君,其寿命

是很有限的,而作为一个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前后存在的时间是很长的,完全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古史人物名号具有沿袭性。

(六)古史辨派的贡献与局限之小结

古史辨派的兴起也被称为是一场史学革命,今日反思之,应该说它既有贡献亦有局限。其贡献,
概括地讲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层累说”和“四个打破”在总体上动摇了传统的古史体系,为建立实证

史学的新体系做了尝试。第二,古史辨派推动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特别是以

确认成书年代为基本内容的古籍整理。徐旭生是反对古史辨派的,但是,1960年他评价古史辨派

“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

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和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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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①。第三,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派推动了对以《禹贡》为首的上古历史地理

的深入研究。第四,古史辨派强调审查史料,去伪求真,是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第五,古史辨派促

进了学术界对考古学的重视。学术研究有破有立,古史辨派破掉了旧的史学体系,在建立新的史学

体系时光靠文献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对考古学的重视。诚然,考古也不是万能

的,考古学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多种学科的整合并从多个思维向度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历史

画卷。
古史辨派有建树亦有局限,其局限性最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疑古过度”的

问题,主要是把一些属于先秦古籍写定的时间说成是秦汉以后,如《周礼》一书顾颉刚先生认为它成

书于汉代,而现在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包含有西周的许多素材。第二,古史辨派提

出古史传说人物都是神而不是人,顾先生的“层累说”已提出这一问题,“四个打破”中的“古史人化”
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这是把古书中描写为具有神性的人物等同于就是神灵,其实这二者是有

区别的。第三,就是古史辨派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破有余而立不足”,需要我们“有破有立”地重建中

国上古史。

三、在多学科整合中重建中国上古史

(一)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提出

“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倡导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之后,在学术界“信
古、疑古、释古”三种范式和态势并行之时,古史研究的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就有这样的提法。20世纪

50年代以后,在我国台湾的古史学界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大陆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呼吁更是越来越多。
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 一般的提法是“三重证据法”。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指用历史学、考古学

和人类学(民族学)三个方面的证据来证明一些历史问题。三重证据法的前身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

证据法”。可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原意是说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相

互进行印证。尽管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也是考古物的一种,但它与考古学毕竟不是一个概念,而后

来人们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乃至“三重证据法”中的那一重证据已由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扩展为考

古学,也就是说,它既包括出土物中的文字资料,亦包括非文字资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两种

文字资料之间的直接印证,具有证明的直接性,而后来所谓二重和三重证据法中的考古学资料往往

并不含有文字资料(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其证明就有间接性的问

题。这种证明的间接性是由考古学的特性决定的,对此我们后文再作进一步说明。
“三重证据法”,把人类学(包括民族学)看作其中一重证据。但在我看来,在这里人类学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一个参照系。除了以人类学的资料为参照外,人类学还有一重价值是可以

提供一种理论思维和理论模式,并由此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学科连接在了一起。总之,“二重证据

法”“三重证据法”的概念,有时有用,有时又略感有缺陷,由此笔者转向使用“整合”这一概念。
(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将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三者相结合来重建中国上古史,也是对三者的整合;随着科技考古愈

来愈多地深入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整合就不仅是三者的整合,而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

整合。多学科整合时就需要清楚地知道多学科中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局限,也就是说,每个学科各

有其长处,但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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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学的优势与劣势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

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

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

说话,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测年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等等知识和手段

对人类活动的方式和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等做出符合上古实际的分析和解释。所以,考古发掘出土

的材料是客观的,但对这些材料的阐释却不可避免地夹杂有主观的因素,阐释的高明与否也与阐释

者的知识结构及其智慧密不可分。
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包括历史学的、

人类学的、文化学的等等理论。因此,这里还存在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笔者曾说:“国
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①

对此,李学勤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觉得这说得很对,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形成,归根到

底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样重大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说有真正的

成果。”②

关于考古学的局限性,正如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其《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
一书中所指出的:“研究史前和上古历史的科学,一般都是面对地下发现的断壁残垣、各种艺术品和

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那些永不变质的陶制品。从这些物件中,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

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底下

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纸张———,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
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早期人类生活于

其中的制度,是不能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正如早期人类的宗教、还有那———不论以这种或是那种方

式———对人来说是命中注定摆脱不掉的国家、以及人的语言这些现象一样,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

来。”③罗曼·赫尔佐克所说的不能直接从地下挖出社会的制度、宗教、国家等,并不是说对它们就不

可以研究。事实上,今天的考古学在调动各种手段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后,可以提出有关上古社会的

制度、宗教、国家等问题的解释,当然解释的观点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总之,有些学术问题是考古

学能够解决的,有些是它不能解决的。尽管如此,作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框架性材料,我们还需以考

古学为基础,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的人遗留给我们的直接材料。

2.上古史学的优势与劣势

中国上古史的范畴,包括国际学术界曾提出的“史前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和“历史时

期”的一部分这样三个时期。所谓“原史时期”,西方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紧接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

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其时间段被界定在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渡阶段。例如,中国的夏代历史,
至今尚未发现像甲骨文、金文那样用本朝文字记录有关本朝史实的情形,《史记·夏本纪》是用周代

以后的文献记载的材料来叙述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夏代历史的性质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论,
尚属于“原史”的范畴④。

从文献的角度讲,史前和原史都属于古史传说的历史时代。谓之古史传说,是因为在没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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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用文字表现出来便

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看,必然是有“实”有“虚”,虚实

相混①。对于古史传说中的“实”,尹达先生称之为“史实素地”②。古史传说所含有的史实素地,或者

表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浓缩性、神话性说明,或者表现为对远古社会的合理推测和想象,或者是把

族团与族团之间的衍生、繁衍、分化表现为“某某生某某”式的父亲、儿子、孙子相传相生关系。古史

传说中也含有许多纯粹属于神话的成分,其中有的属于古人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想象和解释,有
的则属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例如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就是古人用神话来解释人类的起

源。再如,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

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③这个传说,一
方面意在表明共工氏与颛顼氏有过激烈的称霸之争,并以共工的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中

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貌和许多江河都流向东南的河流走向。所以,古史传说是一种历史

与神话的交融,用杨向奎先生的话讲,就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④。对古史体系中虚妄

的部分和荒诞不经的神话,我们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对其伪尽可能地予以剥离。现在对古史传说进

行虚实分析时,有的做法是借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也即能被考古学所证实的古史传说,就归于史实。
然而,所谓“被考古学所证实”,不能拘泥于某一遗址是否就是某一传说人物的遗留。迄今为止,凡是

说某个遗址就是古史传说中的某个人物的遗址,很难得到学术界认可;而说某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是

某个传说人物所代表的那个族群或部落集团的某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倒是有可能的,但也需要从时

空和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予以论证。所以,探寻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对应,远距离、大体上的对

应才是较为合理的。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在时代特征或时代背景上能与考古学上的时代相

一致,就应该说这样的传说包含有史实素地及合理内核。可见,对于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的分

析和剥离,是需要的,但其成效也是相对的。所以,古史传说中的实与虚,在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研

究时,要做辩证分析,还要以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都有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为基础,

而不能简单地比附,乱点“鸳鸯谱”。
上述关于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及“去伪存真”的问题,就是上古史学历史文献的特点与局限

性的问题。当然,古史传说性质的历史文献只是上古史学的一个方面而已。对作为与考古学、人类

学相结合的历史学来说,以重建上古史为目的的历史学理论是重要的,它也起着把历史学和考古学

以及人类学连接起来的纽带作用。

3.人类学的优势与劣势

在上古史的重建中,人类学就其材料而言有所谓“活化石”的意义,它弥补了考古学资料只见物

而不见活生生的人的局限,然而“活化石”的意义也是有限的。人类学材料、民族志材料为我们提供

了人类社会某些原始的状态,这对我们了解已经逝去的远古社会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存的这些原

始的土著民族,他们自己至少也有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他们近代以来的生存环境(包括生态环

境和社会环境)与远古是有差异的,有的甚至差异很大,特别是与中国远古时代的差异更大。因此,

就材料而言,人类学所提供的这些原始民族的材料和社会现象,其原始性也是相对的;它们有参照意

义,但不能说是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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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另一个价值是它的理论建树和理论模式,特别是其理论被当作解释人类早期社会演化

的便利工具。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通过对那些鲜活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

习俗、思想观念和原始宗教崇拜等具体事例的研究建构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真实性基础。
但是,人类学理论并非没有假说的成分。

我们以塞维斯的“游团 部落 酋邦 国家”理论模式为例来剖析酋邦理论的局限性问题。第

一,塞维斯“是按照社会进化观点将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加以分类排列而成的,因
而其逻辑色彩很强。但是,对于史前社会的研究,若想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除了人类学或民族学

之外,还必须借助于考古学,因为考古学可以依据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

序,从而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①。
第二,塞维斯把生产的地区分工与再分配机制作为酋邦兴起的模式也属于一个假说。依据这一

模式,酋邦的兴起于某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即由于环境资源的不同,不同的村落之间出现生产的

地区分工和交换的需求,从而产生相关的协调活动和再分配机制。如果酋邦只产生于这种特殊的地

理环境之中,那么大部分属于自给自足的聚落群或社区,就无法由部落发展为酋邦,酋邦也就不具有

普遍意义。塞维斯的“再分配机制”这一假说只可视为对酋邦兴起原因的一种探讨。不赞成他这一

说法的学者,在面对酋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酋邦演进过程的动力等课题时,都提出过自己的新说,诸如

人口增长压力说、战争说、对集体化生产活动的管理与对贵重物品的控制说等等。应该说这些新说也

含有假说的成分,也属于假说的范畴。理论需要联系实际,这些假说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

史实际,这既是理论创新的魅力所在,也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塞维斯不承认酋邦社会里存在弗里德在其“社会分层理论”②中所说的具有经济意义的社

会分层,这是塞维斯独特的学术观点,也是其酋邦理论的一个局限。在塞维斯的酋邦概念中,酋邦社

会的不平等只是由血缘身份地位造成的,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酋邦

只是酋邦社会的初级阶段,并非所有酋邦皆是如此。在史前社会中,虽说是先有血缘性的身份地位

的分等,后有经济性的社会分层,而且也有从军事的宗教的社会职能和职务中产生出贵族和统治者

的情况,即社会分层有起源于政治途径的情形,但这不等于说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经济意义上的社

会分层。在这方面,同样属于主张酋邦理论的厄尔和约翰逊就与塞维斯完全不同。厄尔和约翰逊认

为酋邦与此前简单社会最为重要区别就在于分层,在于社会成员掌握生产资料权力的差异,这当然

是占有重要经济资源权力不平等的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在厄尔和约翰逊看来,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

分层并非在酋邦社会之后,而是始于酋邦社会之中。笔者认为厄尔和约翰逊主张酋邦有社会分层的

观点,以及厄尔把酋邦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做法,都属于对酋邦理论的发展。
第四,酋邦概念和定义的极不统一,也可以视为酋邦理论的局限。例如,奥博格将酋邦定义为在

一个最高酋长管辖下由次一级酋长控制的、以一种政治等级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多聚落的部落社

会。塞维斯把酋邦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③。“斯图尔特将酋邦定义为由

许多小型聚落聚合而成的一个较大的政治单位,他进而将酋邦分为军事型和神权型两种。……弗兰

纳利认为酋邦是社会不平等世袭的开始,自此社会中不同血统是有等级的。不管个人的能力如何,
其地位的高贵和低贱与生俱来。血统和地位也与财产的拥有相联系……弗兰纳利认为,酋邦从考古

学上辨认的诀窍是看是否有高等级的幼童和婴儿墓葬,可以说明权力和地位的世袭。……皮布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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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酋邦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体制,贵族和酋长具有实施控制的权力,这种权力多少依赖神权来取

得合法地位,以便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卡内罗赞同酋邦是一种超聚落的政治结构,将它定

义为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由多聚落或多社群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①厄尔把酋邦划分为“简
单酋邦”和“复杂酋邦”,认为酋邦是一种区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社会结构由一个酋长集中控制的

等级构成”②。“克里斯廷森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区别在于部落社会与国家社会,酋邦只是部

落社会的一种变体,或者说,酋邦是社会组织的一种部落形式。”③

欧美学者对酋邦有种种定义,其根源在于酋邦类型的多样性。酋邦类型的多样性,是由于原始

社会后期或由史前向国家的转变时期不平等现象和形式本身就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是社会的

复杂性和不平等的多样性使得学者们对酋邦的定义和特征的归纳存在着许多差异。如果我们一定

要将那些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即从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的较为平等的状态一直到非常接近国家

的复杂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都冠名以酋邦的话,就只能牺牲丰富性和具体性而上升到

抽象性,将酋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早期酋邦或简单酋邦的特征是血缘身份与政治分级相结合的一

种不平等的原始社会类型;晚期酋邦或复杂酋邦则是已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的原始社会类

型。张光直曾说:“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和亲属制度的结合。”④在这里,我们对酋邦主要特

征的概括与张光直的概括是一致的,也兼用了厄尔用“简单酋邦”与“复杂酋邦”来表示酋邦社会中不

平等的发展程度和酋邦演进中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样的认识。

4.科技考古的优势与局限

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是考古学长足进步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使
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测年技术,可以解决考古遗址的年代问题;用科学技术可以测定分析出遗址的生

态环境,从而解决人地关系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问题;用古DNA分析技术可以从血缘上检测出聚落

遗址究竟属于母系还是父系等问题;用锶同位素技术可以检测出遗址内人与动物迁徙移动等问题;
用碳和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研究人和动物的食物组成等问题;用铅同位素可以检测出金属冶炼中

铜等矿石的来源等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属于科技考古的优势。那么,科技考古有没有

局限性呢? 当然是有的。首先,标本采样是有严格要求的,若在采样中让标本受到了污染,测试出的

结果当然是有误的。其次,用古DNA测定某一聚落遗址的血缘究竟是母系还是父系是有用的,但用

古DNA来测定某一区域或早期国家是否已脱离血缘关系而进入地缘关系则是困难的,需要对该地

域内数量相当多的成批的人骨标本进行测定,而且这些人骨标本与都邑、村邑、居邑或房屋群的居住

关系必须是清晰的,否则很难说明问题。
此外,近年来有一种做法是对已测定的碳十四标本再用计算机进行所谓“系列拟合”的数据压

缩,这是通过计算机而做的人为压缩。用计算机对某些数据进行压缩,压缩得好有可能使原来的碳

十四测定的数据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压缩得不好,则会起到误导作用。例如,二里头第一期的

97VLT3H58标本的测年数据,碳十四测年专家曾拟合过两次,但这两次拟合的结果是不同的。一

次是把它与二里头遗址2005 2006年测定的属于二里头一二期之交及二里头二期的一些数据以及

断代工程中测定的一些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拟合,即把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第一期至第五期的数据放在

一起进行的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97VLT3H58测年数据被拟合为公元前188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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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①。另一次是把它与新砦遗址的龙山晚期和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五期的数据

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结果,二里头第一期的97VLT3H58测年数据被拟合为公元前1735 前

1705年②。对于这两种拟合,我在《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③等论述中指出,后一

种拟合是可疑的。
问题一,所谓“系列拟合”,就是把已经测定的系列数据所呈现的时间范围人为地加以压缩。我

们知道,被拟合的系列数据之间,最理想的条件是所采集的标本属于同一遗址内具有上下地层叠压

关系的测年标本,只有这样的标本,其系列数据之间才具有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用这种具有

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的系列数据来压缩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才会较为可靠。然而,在后一种拟

合中,即“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中,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第一期的数据是两个不同的遗

址的数据,二者之间先后关系的排序只是根据它们文化分期之间的年代关系,而并非依据同一遗址

内的直接地层关系,所以其拟合的条件不是最理想的。
问题二,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第一期”之间的文化分期关系,在“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

拟合”中,拟合者采纳的是新砦期早于二里头第一期的观点,但这只是考古学者中的一种观点。而另

有学者却认为,新砦期与二里头第一期在年代上具有重叠交叉的关系,二里头第一期可以划入新砦

期文化④。尽管整个新砦期文化是否与二里头一期文化相重叠,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笔者的判

断是至少新砦晚期与二里头第一期具有重叠或交叉的关系。如果新砦晚期尤其是整个新砦期与二

里头第一期实为同一个时期,而却把二者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人为拟合,并用新砦期的数据来向

后压缩拟合二里头第一期的测年数据,其结果当然会使二里头第一期的拟合日历后的年代大大偏

晚。这样的“系列拟合”,不仅使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偏离了真实,它也会连带地使二里头二期和三

期的年代人为地向后压缩太多而偏离了真实。因此,如果说所谓“系列拟合”数据有可取之处的话,
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系列样品测年数据拟合的两次结果,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

合数据”。以“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数据”为依据,二里头第一期的拟合年代是公元前1885 前

1840年。反之,依据“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所得出的“二里头第一期年代上限为公元前

1710年”⑤,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信的⑥。因此,对某些已测出年代的碳十四数据再用计算机进行所

谓“系列拟合”压缩数据时,虽然其初衷是好的,但这种人为的“压缩拟合”究竟是接近真实还是背离

真实,是需要综合考虑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否则压缩拟合的数据有可能受到质疑。对于受到质疑

的数据,有相当多的学者只好弃之不用或不予理睬。
由此可见,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等都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以及局限,都有自己解决不

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整合才成为必要,才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整合可以发挥各自的特殊优

势,也可以弥补彼此的缺陷。对此,我称之为“互补互益”,并提出“以考古学材料为骨架,以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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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血肉,以人类学材料为参照,来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①。这是一种从资料的个性特征上整合三者

优势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考虑。
(三)多学科整合中的主体性与多个思维向度的学术创新性

我们在上古史研究中究竟如何整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科技考古? 我认为,这种整合并非

拼盘式的综合或凑合,它应该是围绕某一课题或问题,以某一学科为主去整合相关学科,整合要为创

造性思考服务,多学科要体现多个思维向度,共同构建和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多学科整合中首先涉及的是以谁为主的问题,即多学科整合中的主体性问题。对此,我曾提出

要以聚落形态学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②。之所以这样做,与当时这一课

题的主题、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所依靠的主要材料的特点有关系。
我们说历史学既是实证性的亦是解释性的。研究上古史,特别是研究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这一

时段的上古史,材料的基础是考古学材料。在考古学中,聚落考古学研究的是聚落内的社会关系以

及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社会关系,故而通过对聚落形态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社会形态、社会类型的

发展变化,也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结合为研究上古时代

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主体对象,而人类学在这里虽然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作为“活化石”的参

照,但它在这里毕竟是为解释上古史服务的。所以我提出“以聚落形态学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

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主要是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整体上着眼的。在某些具体问题上,
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三者的整合主体性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在这里,我们以大汶口文化发现的“ ”“ ”(炅)陶文(也有人称之为图画文字)为例,来说明历

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三者的整合主体性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问题。伴随“ ”“ ”的考古发

现,值得注意的两个现象是:(1)它们出土的陵阳河、大朱家村、诸城前寨等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

址,其社会复杂化是明显的,而它们出土的安徽蒙城尉迟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其社会复杂化的程度

远低于陵阳河、大朱家村聚落。(2)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它们不是出现在成人墓葬中,而主要

是出土在婴儿或儿童的瓮棺葬,是刻画在作为瓮棺的葬具上,也有3例是出土于祭祀坑中和地层中。
在我的研究中,我认为分布于山东、湖北、安徽的约定俗成“ ”“ ”陶文,表现的是当时的“火正”对
大火星的观察和观象授时③。如果这一研究不误的话,那么,尉迟寺遗址“ ”“ ”陶文没有一例出现

在成人墓葬,而主要是出现在婴儿或儿童的瓮棺葬的这个现象,说明担任对大火星进行观察和祭祀

的所谓“火正”职务是与生俱来的,是在一个特殊家族或宗族中传承和世袭的。将这一情况与弗兰纳

利的酋邦理论相联系,有助于说明考古学与人类学相整合的一些具体情景。弗兰纳利强调酋邦社会

中不平等的世袭来自血统,而不管个人的实际能力如何,为此他认为酋邦从考古学上辨认的诀窍是

看是否有高等级的幼童和婴儿墓葬,以此判断是否有权力和地位的世袭。由此我对“ ”“ ”在尉迟

寺遗址中不出现在成人墓葬而出现于儿童的瓮棺葬的详细解释是:“瓮棺葬 M96、M177、M215、

M289、M321五位死者原本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该家族和宗族中长辈的传授,来掌握对大火星的观

察和观象授时的本领,然后继承‘火正’一职;然而他们尚未长大成人,就不幸夭折死亡,聚落的人们

(也许是他的家族)为了纪念他,就在他的瓮棺葬具上刻画了‘ ’和‘ ’这样的图画文字。因此,尉
迟寺遗址‘ ’和‘ ’图像资料的出土情形告诉我们,火正一职在一开始出现时就是世袭的。”④

37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王震中:《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绪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55页。
王震中:《试论陶文“ ”“ ”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第32页;收入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

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王震中:《从尉迟寺婴儿瓮棺上刻画“ ”“ ”图像文字看火正世官的起源》,《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第86页。



此外,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复杂化程度低于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相关遗址,如果我们说观象授时

的“火正”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分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一是社会职务的分工早于社会不平等

的产生,即它并非以社会的不平等为前提;二是这样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开始的分化,可以促进该聚

落和聚落群沿着社会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社会阶层和阶级产生的途径之一。
蒙城尉迟寺的例子告诉我们,考古学与人类学相整合而产生的新的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就像人

类学理论服务于历史学上的解释需求一样,考古学对解释的需求也可以通过人类学理论的引入而获

得启发。
以上我们从方法论视角探讨了多学科整合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课题。至于本文所论“古史辨的

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我觉得它们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古史辨派以打破旧史学体系为主,破
有余而立不足,但毕竟先“破”然后才能“立”;我们无论是在古史辨派贡献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还是

通过对其局限的反思而向前迈出一步,都是在走向重建中国上古史。上古史的重建,我认为主要分

为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多学科并在诸多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和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

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长期任务,其成果更多地呈现为阶

段性和时期性,因而也是相对的,特别是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产生的新学问,以及对古代文献和古文字

资料进行新解读而做出的新学问,都会使得我们始终处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

求之中。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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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writing
 

process,
 

social
 

criticism
 

and
 

reader's
 

acceptance
 

of
 

this
 

major
 

work,
 

we
 

can
 

examine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the
 

book's
 

multiple
 

e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reformers'
 

narrative,
 

the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explore
 

the
 

political
 

stance,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realistic
 

demands
 

of
 

the
 

reformists
 

represented
 

by
 

Liang,
 

so
 

as
 

to
 

sort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reformation,
 

and
 

then
 

reveal
 

the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myth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f
 

Ku
 

Shih
 

Pie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Wang
 

Zhenzhong
 Looking

 

back
 

on
 

Ku
 

Shih
 

Pien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we
 

can
 

say
 

that
 

its
 

contribution
 

intertwines
 

with
 

the
 

limitation.
 

For
 

instance,
 

Gu
 

Jiegang
 

is
 

right
 

to
 

judge
 

that
 

the
 

combined
 

“three
 

emperors”
 

emerged
 

in
 

literature
 

since
 

the
 

Qin-Han
 

period,
 

yet
 

the
 

characters
 

in
 

this
 

combination
 

emerg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Gu
 

is
 

right
 

to
 

judge
 

that
 

the
 

“five
 

sovereigns”
 

did
 

not
 

come
 

out
 

of
 

one
 

system,
 

yet
 

he
 

faile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reason
 

that
 

Discourses
 

of
 

the
 

States,
 

The
 

Book
 

of
 

Rites,
 

an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ll
 

took
 

the
 

Yellow
 

Emperor
 

as
 

the
 

remote
 

ancestor
 

of
 

the
 

clans
 

of
 

Youyu
 

and
 

Xiahou.
 

Gu
 

is
 

right
 

to
 

say
 

that
 

the
 

real
 

sense
 

of
 

“grand
 

unification”
 

appear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yet
 

he
 

did
 

not
 

recognize
 

the
 

uniformity
 

showed
 

in
 

the
 

composite
 

form
 

and
 

structure
 

of
 

states
 

in
 

the
 

period
 

of
 

X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On
 

the
 

problem
 

of
 

the
 

characters
 

recorded
 

in
 

documents
 

on
 

ancient
 

history
 

being
 

human
 

or
 

God,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their
 

apotheosis
 

and
 

humanization,
 

Gu
 

neither
 

took
 

into
 

account
 

that
 

the
 

name
 

of
 

man,
 

clan,
 

totem,
 

and
 

God
 

can
 

be
 

the
 

same,
 

nor
 

considered
 

the
 

continuity
 

of
 

names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d
 

their
 

groups,
 

as
 

well
 

as
 

the
 

time
 

depth
 

of
 

legends.
 

In
 

brief,
 

we
 

should
 

propose
 

overall
 

assump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while
 

analyz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f
 

Ku
 

Shih
 

Pien.

The
 

Archaic
 

Bronze
 

Lei
 

and
 

Ethnic
 

Identity
 

on
 

the
 

Margins
 

of
 

Huaxia
 

in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Lang
 

Jianfeng
 Thirty-one

 

archaic
 

bronze
 

Lei
 

with
 

early
 

features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round-shouldered
 

and
 

folded-shouldered,
 

which
 

were
 

produced
 

in
 

imitation
 

of
 

their
 

archetypes
 

from
 

the
 

late
 

Shang
 

to
 

the
 

early
 

Zhou
 

period
 

or
 

the
 

mid-We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se
 

archaic
 

bronze
 

Lei,
 

dating
 

from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re
 

scattered
 

among
 

a
 

wide
 

range
 

of
 

marginal
 

areas
 

of
 

Huaxia
 

and
 

have
 

constituted
 

a
 

new
 

“Crescent-Shaped
 

Cultural
 

Diffusion
 

Belt
 

in
 

Borderland”.
 

Combing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ua-Yi
 

Disti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ethnic
 

identity,
 

the
 

archaic
 

bronze
 

Lei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thnic
 

symbol”
 

of
 

the
 

marginal
 

areas
 

of
 

Huaxia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As
 

a
 

symbol
 

of
 

a
 

more
 

remote
 

era,
 

the
 

archaic
 

bronze
 

Lei
 

has
 

the
 

value
 

of
 

“transcending
 

the
 

localization”
 

and
 

“transcending
 

the
 

reality”.
 

The
 

fact
 

that
 

archaic
 

bronze
 

Lei
 

were
 

mainly
 

owned
 

by
 

the
 

upper
 

class
 

provide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an
 

exchange
 

network
 

of
 

the
 

upper
 

class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Huaxia
 

in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where
 

the
 

upper
 

class
 

accomplished
 

their
 

“leadership
 

strategy”
 

through
 

the
 

cultural
 

or
 

ideological
 

power
 

represented
 

by
 

objects
 

such
 

as
 

the
 

archaic
 

bronze
 

Lei.

Contemplation
 

and
 

Virtue:

 Two
 

Forms
 

of
 

Inner
 

Transcendence
 

and
 

Their
 

Intellectual
 

Archaeological
 

Discernment Tian
 

Jie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s
 

use
 

the
 

term
 

“inner
 

transcendence”
 

to
 

highlight
 

the
 

superio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ver
 

Western
 

culture,
 

i.e.,
 

the
 

two
 

are
 

both
 

inner
 

and
 

transcendent
 

which
 

can
 

be
 

combined
 

into
 

on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
 

itself
 

needs
 

to
 

be
 

defined
 

in
 

its
 

use,
 

otherwise
 

it
 

may
 

be
 

contradictory,
 

as
 

some
 

Neo-Confucians
 

used.
 

By
 

comparing
 

the
 

relevant
 

idea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it
 

can
 

be
 

shown
 

that
 

inner
 

transcendence
 

is
 

not
 

unique
 

to
 

Chinese
 

culture,
 

but
 

is
 

also
 

valu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Moreove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transcendence
 

may
 

not
 

be
 

distinct
 

and
 

diametrically
 

op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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